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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累积型作品，有关的三国故事及其文本品种繁多，本文所谓《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

间，特指以章回体形式呈现的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文本的最初出现，而不包括与三国相关的其他故事或文本如《三国

志平话》等出现的时间。

《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新探*

———兼论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

王 齐 洲

摘 要:《三国志演义》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长篇通俗小说，百年来对它的成书时间有过许多讨论，至今

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将文献学与传播学相结合，先确定讨论的文献基础，再讨论作品成书时间，可能是

走出困境的有效方法。明初不具备诞生《三国志演义》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明中期社会走向腐败，统治

者的控制力减弱，社会思想开始活跃，文化生活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弘治五年( 1492) ，朝廷大规模征

集图书时关注“稗官小说”，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弘治七年( 1494) ，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极有

可能是这次活动的产物，编写者疑为蒋大器。此书嘉靖元年( 1522) 由张尚德整理作引并由司礼监刊行，成为

《三国志演义》的最早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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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演义》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成书，不仅标志着章回体小说的诞生，

也标志着中国长篇通俗小说的成熟，同时宣告了通俗小说占据中国古代文学舞台中心位置的时代已然

来临。不过，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无法核定其发生的确切年代，不能不令

人遗憾。这虽然与相关文献资料不足有些关系，但与人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有更为直接的关联。在寻

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建中华传统文化本位的当下，反思近百年有关《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问题的

研究，探讨有关研究方法，寻找可能的突破口，对于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必要和有意义的。故笔

者不揣谫陋，尝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希望能够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一、文本比较分析法不能确定《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的版本( 含稿本、抄本、刻本) 常常能够提供作者和作品成书年代的重要信息，

通过作品版本的研究来确定作品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可行的方法。
早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就有学者开始对《三国志演义》版本进行调查清理，以便研究和解决小说

的成书年代问题。马廉《旧本〈三国演义〉版本的调查》( 1929) 、郑振铎《〈三国演义〉的演化》( 1929) 、孙
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1933) 便反映着这一调查清理所取得的成果①。由于这些调查清理主要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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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有些重要版本当时尚未发现，因而在研究中难免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郑振铎在比对了十

几种明刊本后认为，《三国志演义》最初刊本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以后的明刊本“都是以嘉

靖本为底本的。其与嘉靖本大不同的地方，大都仅在表面上及不关紧要处，而不在正文”，“嘉靖本假定

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只除

了插增些咏史诗及批注进去”①。这一认识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定论，无人置疑。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

日本小川环树发表《关索的传说及其它》一文，指出明刊本有些“异本”插入了关羽次子关索的故事，“虽

然插入的故事有所差别，但并不是各自创作的”，“插入故事的形式最早应该出现在异本系列中”②，人们

才开始关注明刊本的差别，从新审视郑振铎所下的结论。1972 年上海书店收购到据说是 1967 年在嘉

定县一个古墓出土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花关索传》，使大家知道了这些所谓“异本”故事来源于词

话，是万历时期福建建阳书商添加进入小说文本的。然而，福建建阳刊刻的以《三国志传》为名的小说

与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差别，除有无( 花) 关索外，还存在不少文本差异，于是便出现了《三国志演义》
与《三国志传》孰先孰后、谁最接近罗贯中原本的争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西班牙爱思哥利亚( 一译爱斯高里亚尔) 修道院藏孤本《新刊通俗演义三

国志史传》等一批欧洲和东亚的相关版本的陆续发现，人们的认识也随之不断深化。中国的周绍良、周
兆新、刘世德、日本的上田望等均有相关研究，而英国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日本中川谕的《〈三

国志演义〉版本研究》和韩国金文京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白话卷) 》所撰《〈三国志演义〉提要》更集中

反映出《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的新进展③。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他们在版本研究中都采用文本比对的

方法，但所得出的结论却并不一致。仅以现存嘉靖年间的两个刻本———嘉靖元年壬午( 1522) 关中修髯

子《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简称张尚德本) 和嘉靖二十七年戊申( 1548) 钟陵元峰子《序》的《新刊通

俗演义三国志史传》( 简称叶逢春本) 为例，即可看出他们认识的差异。魏安将前者视为 AB 系统甲组 A
支的源本，将后者视为 CD 系统丙组 C 支的源本，认为它们分属于不同的两个子系统。中川谕将前者归

入 24 卷系统“没有插入故事”( 指“孙策大战严白虎”等 11 个故事) 类; 将后者归入“有插入故事”的 20
卷繁本系统，说它“应该是介于周静轩诗插入之后、花关索故事插入之前的阶段，它是没有根据史书修订

的、比较接近原作的文本”④。金文京则将二者都列为“没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并认为“嘉靖刊

本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两个版本都属于此系”，他们“是来源自同一祖本却具有不同特色的两种版

本”⑤。尽管由于各人研究视点不同而结论有异，但他们都认为这两个嘉靖刊本都不是小说的原本。
通过版本文本的比对，大家发现没有任何两种版本( 覆刻本除外) 是毫无文本差异的，这样便出现

了哪些版本属于同一系列的问题。魏安以“串句脱文”为依据，将《三国志演义》现存版本分为 AB 和 CD
两大系统，系统下面又分 A、B、C、D 支系，B、C、D 支系下又各有 2 个分支。中川谕以是否“插入( 11 个)

故事”及分卷情况为依据，将《三国志演义》现存版本分为“二十四卷系统诸本”、“二十卷繁本系统诸

本”、“二十卷简本系统诸本”3 个系统。金文京则以是否有花关索或关索故事及分卷情况为依据，将《三

国志演义》现存版本分为“没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有花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有关索故事

的建阳本( 二十卷) ”、“有关索故事的江南本”、“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版本”、“毛宗岗本”六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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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第 2 卷《三国演义的演化》，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00、208 页。
［日］小川环树:《关索的传说及其它》，原载岩波文库《三国志》( 旧版) 第 8 册附录，收入氏著《中国小说史的研

究》，东京: 岩波书店，1968 年。
［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提到明刊本 35 种，若清康熙间翻刻明刊本不

计，实为 34 种。［日］中川谕《〈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 林妙燕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介绍并比较了 32 种

版本，其中明刊本 27 种。金文京所撰《〈三国志演义〉提要》( 收入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白话卷) 》，太原: 山

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 论及有关版本 45 种，其中明刊本 29 种。
［日］中川谕著，林妙燕译:《〈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第 188 页。
金文京:《〈三国志演义〉提要》，载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白话卷) 》，第 294、298 页。



各系统下又分若干子系统，如“有关索故事的建阳本( 二十卷) ”下分“《三国志传》系”、“《英雄志传》
系”，“有关索故事的江南本”下分“十二卷本系统”、“一百二十回加评本系统”等。尽管三人对《三国志

演义》版本源流看法各异，但有一点看法却惊人一致，这就是，没有一个现存版本是嘉靖以前的刊本，所

有现存版本都不是《三国志演义》的祖本，因为这些版本都不能形成直接的因循序列而不出现反例( 覆

刻本除外) ，因此，《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早于嘉靖。显然，早于嘉靖毕竟还是模糊的时间概念。至于究

竟成书于何时，他们心目中都有一个元末明初的罗贯中所著的祖本存在着，所以自然都推到了元末明

初。然而，这一结论却没有得到有效的论证。
应该承认，《三国志演义》版本研究采用文本比对的方法，虽然没有解决小说成书时间的问题，但仍

然有许多收获: 一是摸清了海内外现存《三国志演义》版本的底细，初步清理了一些版本的相互关系; 二

是大家都认识到嘉靖本具有官刻本的特征和文人化倾向，而以建阳本为代表的万历本则趋于通俗化、娱
乐化; 三是嘉靖本都没有花关索或关索故事，而万历建阳本则都有花关索或关索故事; 四是发现了许多

可供进一步研究的疑团，解决了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
为什么采用文本比对方法不能解决《三国志演义》版本的生成序列及其成书时间问题呢? 这是因

为，通过版本文本比对来清理某一作品各种版本的时间顺序，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一是这一作品是公认

的重要作品，整理者、刊刻者对其怀敬畏之心和虔诚之意，不会随意改动文本，凡改动必有记录; 二是整

理者、刊刻者以传承文化为己任，不以赢利为目的，粗制滥造对他们有害而无利; 三是有权威部门或负责

任的主体严格监管，不允许整理者、刊刻者随意增删或粗制滥造; 四是出版物既受到普通读者重视，更受

到来自学者们的批评，文本的变动会留下相关信息。显然，只有“四书五经”或被正统文化所推重的著

作才具备这样的条件①。然而，《三国志演义》并非这样的作品，而是一部由民间所创造的世代累积型作

品。所谓世代累积型作品，是指它的成书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过程，许多不知名的作者参与了创作和修

改; 即使在其成书以后，人们仍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和理解对其进行再加工; 它既不受正统文人重视，

也不受正统文化保护，只受市场规律支配; 出版者多以赢利为目的，伪托古本，随意增删，制造噱头，粗制

滥造，几乎是普遍的现象②。因此，探讨这样作品的成书时间，就不能简单采用文本比对方法，因为它们

本来没有官方审订的权威文本，刊刻者也没有忠实于原本、认真校对、不随意增删的责任，因此，衍文、脱
文、增插、删削、错字、病句就不可避免。甚至出版者为了制造卖点，故意伪造古本或别本来吸引读者，反

而成为常态。现代研究者之所以在文本比对中常感困惑，理不清各本的关系，根本原因是刊刻者并非尊

崇原本，严格校雠，反而参考各种资料进行音释、补遗、加注、插图，尽量增加卖点，造成了研究的困难。
例如，魏安通过文本比对，以为明中叶王济( ? —1540) 《连环计》传奇第 26 出的一段宾白应该抄自叶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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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嘉靖十一年( 1532) 提刑按察司牒建宁府:“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

本，重复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书》、《诗》、《礼记》、《四书》传说，款识如旧。《易经》加刻《程传》，恐只穷《本

义》，涉偏废也。《春秋》以《胡传》为主，而《左》、《公》、《榖》三传附焉，资参考也。刻成合发刊布。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

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
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铲毁，决不轻贷。”( 参见叶德辉著，李庆

西标校:《书林清话》卷 7《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6—157 页。)
例如，万历二十年( 1592) 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刊行的《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卷前《三国辨》云:

“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板

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版已朦，不

便其览矣。”( 参见《三国志演义古版丛刊五种》，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1995 年) 所说各有分疏，应该可信。
万历十九年( 1591) 金陵万卷楼周曰校刊本《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识语云: “是书也，刻已数

种，悉皆伪舛，茫昧鱼鲁，观者莫辨。予深感焉，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

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如牖之启明，标之示准。此编之传，士君子抚卷，心目俱融。”( 参见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刊本) 虽然是广告语，但前面所说版刻不精的情况应该是客观存在的。



春本《三国志演义》，或是与叶逢春本相近的嘉靖间闽本 CD 系统①。其实，这一结论反向推论同样可以

成立，即叶逢春本《三国志演义》可能参考了王济的《连环计》。再如，魏安通过对两个清代抄本《玉玺

传》( 三国故事讲唱本) 与明刊本《三国志演义》文本比对，认为:

《玉玺传》中的诗词、说白、唱文都与 CD 系统有最近的关系，然而在某些方面《玉玺传》比任何

现存 CD 系统的版本还要完整可靠，似乎是因为《玉玺传》的作者是参考了一个很早的 CD 系统的

本子，大概是一个嘉靖以前的闽本。如果是这样的话，《玉玺传》似乎也应该是在明代写成的，而以

钞本的方式传下去。明文学家徐渭( 1521—1593) 说当时有“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

《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我怀疑《玉玺传》就是徐渭所提到的词话本《三国志》。②

然而，谁也没有见过嘉靖以前的闽本或者抄本《三国志演义》以及明抄本《玉玺传》，且无法排除《玉

玺传》是参考了叶逢春本《三国志演义》而加以完善而成; 而所谓“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很

难说不是成化说唱词话《花关索传》那样的演说三国故事的作品。因此，这样的研究就难以服识者之

心，形成大家公认的结论，以此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自然不会有满意的结果。
版本文本文字比对不能解决《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问题，于是有研究者企图通过文本内容分析来

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一般来说，作品中具有时间坐标性的文本内容是可以作为探讨作品成书时间的内

证的，但它必须具备可靠、典型、无歧义、不可逆的基本属性。即是说，记载这一文本内容的版本必须是

可靠的，不是伪造的; 文本内容信息必须是典型的———只在某一时段出现，而不是普泛的———许多时段

都可能出现; 文本内容的所指必须是明确的，无歧义的，其他理解均不能成立; 依靠文本内容所作的推论

是不可逆的，反过来推理则不合逻辑。如果没有这样的属性，所谓的文本内容证据就是无效的。关于嘉

靖本“小字注”的讨论可以算是最典型的例子。
1974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出版说明》中首先提到文本中的“小字注”问

题，认为此“小字注”为作者自注，从“今地名”可断定小说成书“不会晚于元末明初”。1979 年章培恒、
马美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撰写《前言》，指出“从‘今地名’研究其成书时代是很

有见地的，但所得结论似过于谨慎”，他们认为，这些“小字注”为作者罗贯中所加，其“今地名”多为元代

及元代以前的地名，如“桂阳路”和“益都路”便都是元代地名，“江陵”、“潭州”、“建康”三地名在元文宗

天历二年( 1329) 改名为“中兴”、“天临”、“集庆”，而注中仍称“江陵”、“潭州”、“建康”，因此，“《三国志

通俗演义》似当成书于天历二年( 1329) 之前”③。其后，章培恒发表多篇论文谈“小字注”问题，并在其主

编的高校教材中赫然写上“大致可以判定此书完成于元文宗天历二年( 1329 ) 以前”④，似乎此问题已经

定案。然而，王长友、张国光、欧阳健、李伟实、魏安、上田望、金文京等都不同意此说，并提出了各自的证

据。王长友首先指出，“小字注”不是作者自注，其中有明初才有的“今地名”⑤。欧阳健则根据耒阳县

“小字注”为衡州所属、郏县为河南所管，不符合元代行政区划却与明初相符，推测小说写成于明洪武三

年( 1370) ⑥。魏安则认为，“这些例子都没有说服力”，“小字注”的“今地名”“江陵”、“潭州”、“建康”并

非元代独有，宋代也有;“益都路”的注释抄自元人王幼学的《资治通鉴纲目集览》，并非小说原作者所

加; 而“耒阳县”虽然元代未设，但宋代却有，CD 系统注释作“今属荆湖南道衡州”，只合宋代地名，“不会

是明人写的注释”。总之，它们“既不反映元代地理情况、也不反映明代地理情况，却反映宋代的地理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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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①。金文京引用上田望的研究指出: “《通鉴纲目集览》等七种宋元时期的《纲目》注解，在成化九年

内府敕刊《纲目》时被附载，到弘治十一年( 1498) 建阳书商刘氏慎独斋刊行《纲目》时，始被分条纳入本

文中( 上田望，1996) 。此本用《通鉴纲目集览》作为注解，大概是那以后的事。”因此，这些注释“不宜据

以考证《三国志演义》的成书年代。上文已经说明《通鉴纲目集览》到明代《纲目》版本中都被引用，整理

小说者大可随时用为注解。这一点已足以证明所谓‘今地名’的‘今’不见得反映真实时间”②。
如果上述论证可以成立，那么，说这些注释为原作者罗贯中所加也就不攻自破，而以“小字注”的

“今地名”来断定小说成书时间的研究方法便被证明是不科学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既不能确定

“小字注”的“今地名”是否原作者所加，又不能确定小说的刊刻者不可以随意抄缀前人之书入小说，即

使确定了“今地名”的确切时间，也只能确定小说成书的上限，而无法确定其下限，对小说成书时间研究

也就只有参考意义，至多只能作为辅证，而不能作为主要证据并因此得出可靠结论。
还有一条文本分析也很典型，这里不妨提出略作讨论。嘉靖张尚德本第 119 则写张松对曹操戏言

蜀中小孩都会背诵《孟德新书》中的内容，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有小字注云: “柴世宗时方刊板。
旧本‘书’作‘板’，差矣。今《孙武子》止有魏武帝注。”③而嘉靖叶逢春本中果然有“遂命破板烧之”。于

是不少研究者认为刊于嘉靖二十七年的叶逢春本是比刊于嘉靖元年的张尚德本更早的本子，或者其所

依据的底本早于张尚德本所依据的底本。然而，这一对文本的理解并非没有歧义，其推论更非不可逆。
我们完全可以说后出的叶逢春本正是看到这条注释而故意更改原文，好让读者相信它是“旧本”，何况

叶逢春本中尚有晚刊于张尚德本的直接证据。假托“古本”、“旧本”是当时出版者的营销策略，例如，毛

宗岗评点本《三国志演义》便称其所依据的是“古本”，金圣叹删改《水浒》打着“贯华堂所藏古本”的旗

号，汪象旭、黄周星同样假托有“大略堂《西游》古本”故据以评正刊刻《西游记》。因此，对于世代累积型

的通俗小说作品，想通过文本比较分析来确定其成书时间，从方法上看虽然不能说没有意义，但所得结

论需要十分谨慎，很难做到证据充分而不产生异议。

二、作者年代考察法不能确定《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

一般来说，一部作品的成书时间，可以通过作者的生活年代去考察。然而，《三国志演义》是世代累

积型作品，且不说历代有许多三国故事并不知其作者，仅北宋京城就有以“说三分”著名的说话艺人“霍

四究”，其讲说的故事一定十分精彩，不然就不会成为“说三分”专家; 今存元建安( 今福建建宁) 虞氏新

刊《至治新刊新全相三国志平话》( 简称《三国志平话》) 和内容大致相同的《甲午新刊新全相三国志故

事》( 简称《三分事略》) ，已粗具《三国志通俗演义》雏形，其作者也不可考; 此外，还有元杂剧中大量有

主名或无主名的“三国戏”。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否定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有最后的写定者，而人

们通过探讨《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来确定小说的成书时间，也正是从小说的最后写定者的角度来考虑

的。从这一角度看，通过《三国志演义》的作者( 最后写定者) 的生活年代去考察小说成书时间应该是一

个研究方向。
张尚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题署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庸愚子( 蒋大器) 在

《序》中也提到“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此，罗贯中

应该是《三国志演义》的最后写定者。然而，除了知道罗氏为“东原”人外，其他( 时代、履历等) 一无所

知。1929 年郑振铎发表《〈三国志演义〉的演化》一文，对罗贯中进行了探讨，指出:

罗贯中是一位甚等样子的人呢? 他的详细的生平，没有一个人说起过。蒋大器的序，只是轻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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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带起一句道:“东原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卷之下也只题着:“后学罗本贯中编次”。但

他书上则也有题为“庐陵罗本”的，也有题为“武林罗贯中”的。总之，他姓罗，名本，字贯中，这一层

却是无可怀疑的。至于他到底是庐陵人，东原人或是武林人，则不可知。他的生年，大约在元末明

初。①

郑氏还说:“他的著作很多，传于今者也不少。戏曲有《龙虎风云会》一本，今存……他的小说，相传

有《十七史演义》的巨作。今虽未必俱存于世，然如今存《列国志传》、《东西汉》、《南北史》、《三国志》、
《隋唐志传》、《五代志传》等等都有为他所写的痕迹存在。特别是《三国》、《隋唐》、《五代》、《列国》等，

都明显标出他的姓名来。这几部书，笔调的相同，格式的类似，都不必怀疑的知道其必出于他一手所

写。”②这样，罗贯中就成了中国小说史上“伟大的小说作家”。
1930 年郑振铎( 1898—1958) 、马廉( 1893—1935) 、赵万里( 1905—1980) 赴江南访书，从浙江宁波天

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后所附《录鬼簿续编》中发现一条有关罗贯中的材料，内容是: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

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③

《录鬼簿续编》还记载了罗氏创作的三个杂剧，即《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和《三

平章死哭蜚虎子》。《录鬼簿续编》约成书于明洪熙、宣德年间( 1425—1435 ) ，原书并没题署作者，因为

它附在贾仲明所增补的《录鬼簿》之后，所以许多人认为贾仲明就是它的作者。当然也有人持反对意

见。贾仲明是元末明初戏曲家，曾侍奉明成祖朱棣于燕王府邸，撰有杂剧 16 种，今存 5 种。不管《录鬼

簿续编》作者是否为贾仲明，作者的生活年代在元末明初是可以肯定的，他与罗贯中为“忘年交”并在元

“至正甲辰”( 1364) 碰过面也是可以肯定的，那么，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在元末明初当然也是可以肯定的。
这样，《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原作者是罗贯中也就被肯定下来。

问题似乎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怀疑《三国志演义》诞生于元末明初、原作者

就是《录鬼簿续编》所提到的这个罗贯中的大有人在，笔者也算一个。怀疑的理由其实也很不少，大致

说来主要有:

其一，现存文献中最早提到《三国志演义》及其作者的，是明嘉靖元年壬午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
卷首所附庸愚子( 蒋大器) 写于明弘治七年甲寅( 1494) 仲春的序言。最早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是

郎瑛( 1487—1566) 的《七修类稿》和高儒( 1540 前后在世) 的《百川书志》。而《百川书志》成书于嘉靖十

九年庚子( 1540) ，《七修类稿》初刊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 1566) ，书中多记嘉靖时事。郎瑛、高儒的生活

年代都晚于蒋大器，他们所著录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可以肯定正是蒋大器作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周弘祖《古今书刻》所载“都察院”刊本《三国志演义》、晁瑮《宝文堂书目》著录的“武定板”《三国通俗演

义》，都刊行于嘉靖元年壬午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也就是说，明代人著录、谈论《三国志演义》
及其作者，都是弘治以后的事，弘治以前无人谈论此事。如果元末明初就有这样一部《三国志演义》面

世，怎么弘治以前没有任何人提及，又不见于任何记载呢?

其二，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技术的进步应该符合这个规律。《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是

十分成熟的历史演义小说，如果它是元末明初的作品，为什么元中后期刊印的话本小说《三国志平话》、
《三分事略》却还那样简单粗糙，其总字数尚不及《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十分之一? 即使罗贯中确实写有

一部小说，也只能是与《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水平接近的小说，不可能是现在见到的《三国志通俗

演义》。张尚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元年流行后，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出现了朝廷都察院官刻本和

武定侯郭勋家刻本，仿编的历史演义小说也纷纷出笼，如果罗贯中在元末明初真有一部《三国志通俗演

义》，为什么社会对它没有任何反应，它对小说创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一二百年间也没有摹仿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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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义小说出现呢?

其三，现有文献也不支持《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的结论。例如，皇室后裔朱有燉

( 1379—1439) 酷爱通俗文艺，藏书丰富，其所作《关云长义勇辞金》杂剧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情节明显

不合; 而北京永顺堂刊于成化十四年戊戌( 1478) 《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中有关三国故事，如刘

关张桃源洞子牙庙结义、关羽张飞互杀家人、关索西川寻父、姜维借马、关索杀吕高、刘备阆州被围、关公

战陆逊、关索引兵征吴等，都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情节迥异，显然未受《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三国

志通俗演义》卷 21“孔明秋风五丈原”录尹直( 1427—1507?) 歌咏诸葛亮赞语一篇，而尹直并非元末明初

人，而是明代宗景泰五年甲戌( 1454) 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卒于明武宗正德初年。因此，说《三国志通俗

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实在难以成立。
其四，明人田汝成( 1503—1557) 《西湖游览志余》和王圻( 1530—1615) 《续文献通考》都说罗贯中

“编撰小说数十种”。明代署名罗贯中编著小说除《三国志通俗演义》外，还有《水浒传》、《隋唐两朝志

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三遂平妖传》等，甚至传说他写有《十七史演义》。这些作品除《三国志通

俗演义》、《水浒传》存在争议外，其余都已被研究证明是明中后期的作品。既然这些作品题署并不可

信，《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署名也难免让人怀疑。张尚德本所谓“晋平阳侯陈寿史传”的题署就有明

显错误( 说详下) ，而“后学”则是一个不能确定时间的模糊概念，很难据以确定作者的生活年代。明中

后期人们提到他时，有说宋人的，有说元人的，有说明人的，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一说呢?

其五，元末明初确有一个戏曲家罗贯中，但此罗贯中是否即《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其实并无直接

证据，甚至连他是否名“本”也不知道，何况其戏曲创作并没有涉及三国题材。明刊《三国志通俗演义》
所署作者不一，如双峰堂本署“东原贯中罗道本编次”，朱鼎臣本署“古临冲怀朱鼎臣编辑”，清三余堂覆

明刊本署“元东原罗贵志演义”，郑以桢刊本、刘龙田刊本、黄正甫刊本、杨闽斋刊本、钟伯敬评本、李卓

吾评本等多不署作者。而明中叶以后人们提到《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说法也不一致，如王圻《续文

献通考》说《水浒传》是“罗贯著，贯字本中”，而胡应麟( 1551—1602) 《少室山房笔丛》说罗本是“元人武

林施某”的“门人”，明赤心子( 真实姓名未详) 说“钱塘罗贯，南宋时人”①。这些情况表明，明人对通俗

小说作者署名随意性很大，而通俗小说的文化地位在明代本来就低，编写者或书商们拉一个小有名气的

前代作家来冒充本书的作者以扩大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其六，古人慎终追远，极重郡望，籍贯一般是不会混乱的。关于罗贯中籍贯，明人众说纷纭，如蒋大

器序称其为“东原人”，《录鬼簿续编》记其为“太原人”，郎瑛、田汝成、王圻等说他是“杭人”或“钱塘

人”。1959 年上海发现了元代理学家赵偕的文集《赵宝峰先生集》，卷首载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共

列门人 31 人，其中有一人名罗本。王利器( 1911—1998) 认为这个罗本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

罗贯中，其生活年代正是元代中后期②。然而，古代同姓名者甚多，确定这个罗本就是编撰《三国志通俗

演义》的罗本贯中，其实并无任何直接证明材料，主要依靠推测。一个理学信徒是否会写一部通俗小说，

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后来查明，这个罗本在清人全祖望补修、王梓材等校定的《宋元学案·静明

宝峰学案》的有关补注文中，已明确指明他字彦直，其兄罗拱字彦威也是赵宝峰的门人，他们都是浙江慈

溪杜湖人③。而元人戴良与之友善，其《九灵山房集》中有《寄罗彦直》、《书画舫宴集诗序》等，可进一步

落实罗本的身份及其为学旨趣④。这就否定了理学家赵宝峰的门人罗本作为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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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赤心子汇辑:《选锲骚坛摭粹嚼麝谭苑》卷 6《嘉言摭粹·果报》，参《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第 2 辑，子部第 13 册，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1 年，第 404 页。
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 年第 3 期; 收入《耐雪堂集》，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6 年，第 54—83 页。
见黄宗羲撰，全望祖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 93《静明宝峰学案》，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094—3112 页。
见戴良:《九灵山房集》卷 29《寄罗彦直》、卷 21《书画舫宴集诗序》，《四部丛刊》本。



者的可能性。
其实，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仅以查找作者姓名来确定作品的著作年代从方法上来说是十分危

险的，尤其是对于“世代累积型”作品更是如此。因为中国人的姓氏有限，古今同姓名者太多，很容易落

入“同姓名陷阱”。例如，宋元以来就有不少张尚德，仅以方志所载，南宋绍兴十五年( 1145) 乙丑榜有闽

人张尚德，淳祐十年( 1250) 庚戌榜有闽人张尚德( 以上见《福建通志》) ，咸淳六年庚午( 1270) 解试有江

西庐陵人张尚德( 见《江西通志》) ，明建文四年壬午 ( 1402 ) 乡试榜有湖广江夏人张尚德 ( 见《湖北通

志》) ，嘉靖间举人有四川合州人张尚德( 见《四川通志》) 。此外，元人宋褧《燕石集》有《送张尚德还长

沙》，此人“家住古长沙”; 傅若金《傅与砺诗集》有《送张尚德之铜山巡检》，其为庚申( 1320) 乡贡，渝人。
而嘉靖壬午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引》的张尚德则是“关中”人。即使是同一时期，同姓名者也大有人

在。以明代为例，李春芳为《新刻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和《重刊精忠录》作序，而前者署“晋人羲斋李

春芳”，后者署“海阳李春芳”，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显然并非同一人。同时，还有与吴承恩有交情

的江苏“兴化李春芳”。再如明末陈禹谟有文言小说《说麈》，而同时的陈禹谟至少有 4 个: 一为江苏宜

兴人，隆庆元年( 1567) 丁卯科举人; 一为湖广夷陵( 今湖北宜昌) 人，隆庆四年( 1570) 庚午科举人; 一为

浙江仁和人，万历五年( 1577) 丁丑科进士; 一为江苏常熟人，万历十九年( 1591) 辛卯科举人。如果我们

以姓名来断定他们的身份，或附会某一著作，那一定是张冠李戴、郢书燕说了。徐朔方曾指出:“历史上

曾经有过两个白贲字无咎的人，但王国维只根据现存的材料，断言《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鹦鹉曲》的原

唱者是钱塘白 之子白无咎，从而将杂剧的历史推迟了七、八十年之久。”①国学大师也难免掉入“同姓名

陷阱”，我辈就更要慎之又慎了。如果没有与作品相关的直接证据或其他辅助证据，仅凭姓名而断定其

作者身份是很不可靠的。因此，关于罗贯中的籍贯的讨论，其实际意义是很有限的。因为《录鬼簿续

编》所记戏曲家“太原人”罗贯中是否就是通俗小说《三国志演义》的写定者，其实是一个首先需要论证

的问题，而至今并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证明的直接证据，仅因其姓名偶合而被指为“伟大的小说作家”，不

仅结论不可靠，其研究方法严格说来也是不科学的。

三、用文献传播学方法试探《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

讨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间，完全可以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学基础之上，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方

法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在现有资料已经比较丰富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先确定讨论的基础，再来讨论作

品成书的时间。这一基础应该既是文献学的，也是传播学的。那就是先要用事实来回答: 《三国志演

义》何时有版本流传? 这些版本是稿本、抄本还是刊本? 谁最先收藏了、抄录了或刊刻了这部书稿? 谁

最先著录了这些版本? 谁最早关注或评论了这部作品? 这部作品的被收藏、被抄录、被刊刻、被著录、被
评论是在怎样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 该作品为什么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和传播? 回答了这些问

题，也就基本落实了小说成书的大致时间。而对于更准确的成书时间的论定，也就是可以企望的了。
或许有人会问: 小说作品一般都是先有抄本，后有刊本，虽然现在未见《三国志演义》的抄本，但嘉

靖壬午刊本之前应该有一个抄本流传的阶段，如果以现有文献为基础，不就忽视了这一阶段吗? 我们的

回答是，只有以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研究。如果小说真有抄本流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即

使原抄本已经散佚，也应该有人记录，或者有人谈论，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我们凭什么说有抄本在流传

呢? 如果想像它在流传，那么这一流传时间该有多久呢? 说从元末明初的抄本流传至嘉靖 100 多年后

才被刊刻，而其间没有任何记载，这能令人信服吗? 也许有人会说: 其间应该有人记载，只是这些记载我

们暂未看到，或者已经散佚。其实这是一种假设，假设是需要事实来论证的，科学研究就是求证。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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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朔方:《同姓名人物的失考: 大师的一个小疵》，《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年第 2 期。



可以“大胆的假设”，但必须“小心的求证”，如果不能用事实来证明这一假设，这一假设就不能成立。把

未经论证的假设作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讨论，这样的研究应该是不科学的。因为假设本身就有两

种可能，假设者并不能排除根本就没有这种记载的可能。而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即使错误也是科学

的，因为它是被证实的，也是可以被证伪的，如果谁发现了新的事实，谁就可以用此事实来推翻原有的结

论，从而推动这一认识的发展①。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尝试着对《三国志演义》成书时间作一新的探讨。
《三国志演义》未见抄本传世，现存最早版本为嘉靖元年壬午修髯子( 张尚德) 《引》刊本，通称嘉靖

本。王重民等认为此本即朝廷司礼监刊本②。魏安则认为:“从版式( 黑口、四边双栏) 和字体来看，似为

嘉靖间官刻本，然而不能仅仅凭着有嘉靖元年的修髯子引鉴定为嘉靖元年的刻本。因为别的版本也有

这篇修髯子引( 如夏振宇刊本、周曰校刊本皆有) ，而它们都不出于嘉靖本，我们可以肯定嘉靖本非嘉靖

元年修髯子引的原本而是后来的子孙本。嘉靖本的存本很多，恐怕不一定都是嘉靖间的原刊本，而其中

一部分的藏本可能是晚明的翻印本。”③她认为，上海图书馆藏残叶“大概是出于一个嘉靖间的刊本，可

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或其直接子孙本。从字体、版式来看，此本似乎是一个官刻本，或许就是

刘若愚所记录的经厂本”④。因为刘若愚《酌中志》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为 24 本，1150 叶，但嘉靖本

有 1923 叶，并不相符，而“如果用嘉靖本的字数来算上海残叶的版本原来应该是多少叶( 以 528 字位为

一叶) ，该本正巧应该有 1150 叶”⑤。这样就可以大体断定，残页本就是“经厂本”，为真正的嘉靖元年初

刻本，明代其他刊本都刻于其后⑥。魏安的研究是细致而严谨的，结论也平实可信。从现有资料来看，上

海图书馆藏残叶可能就是嘉靖元年修髯子《引》原本，此本即司礼监本( 经厂本) 。而其他嘉靖本都是以

此本为底本刊刻的，当然，这不排除后来各本在刊刻中会有增删改动。
现在的问题是，司礼监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原本来自何处? 简单的回答当然是皇家所藏，因

为司礼监是内府机构。需要思考的是，司礼监在明代是一个极有权势的皇家机构，其对内拥有督理皇家

一切仪礼刑名之权并常常代拟圣旨，对外通过其掌握的东厂又有侦查、缉捕与审办官民人等的生杀大

权。它出面刊印通俗小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标志着统治者开始接纳通俗小说，通俗小说可以名正

言顺地在社会上流传了。不过，司礼监的这部《三国志通俗演义》从何而来，为何这时要将它刊刻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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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参见［英］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年。
王重民指出嘉靖元年壬午( 1522) 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为司礼监所刊。( 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 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 401 页。) 胡士莹为嘉靖元年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注云:“此明嘉靖间司礼监刻本。”( 《明

清小说论丛》第 4 辑，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年，第 156 页。) 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卷 18《内板经书纪略》所载“司礼

监经厂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申明“除古本、抄本、杂书不能开遍外，按现今有板者谱列于后”，其书单中的

第 57 种即《三国志通俗演义》。(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157 页。) 证明明司礼监的确板印过《三国志通俗演

义》。有资料显示，司礼监是当时政府最大的印刷部门，所设的司礼监经厂规模甚大。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司礼监

经厂有刊字匠 315 名，印刷工匠 134 名，折配工匠 189 名，装订工匠 293 名，还有制笔、制墨工匠数十名，总数超过千人，可

称为古代最大的印刷工厂。( 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扬州: 广陵书社，2007 年，第 2572 页。)
⑤ ［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 13，92—93 页。

［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第 12 页。上海图书馆藏有嘉靖八年己丑( 1529) 周显宗刊本《陶渊明集》8
卷，共 2 册。《三国志通俗演义》残页为该书前后衬页。

周弘祖《古今书刻》上编载“都察院”所刻“《三国志演义》”未署作者。《古今书刻》另著录有黄嘉善刊本，该本

刊于嘉靖三十六年( 1557) ，“都察院”本《三国志演义》应在嘉靖壬午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今社会上所传之嘉靖

本主要有两种影印本。一种是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9 年影印本，系以涵芬楼藏本为底本，以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本补配。
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分线装( 1974) 和平装( 1975) ，系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并以甘肃省图书馆藏本补配。
两本文字上偶有歧异，最突出的是卷 16 第 3 则“玉泉山关公显圣”写关羽之死，商务本因避讳而较为简略，故一般认为人

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底本是初刻本，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底本是覆刻本。商务本因缺张尚德《引》，故误称《明弘治本三国

志通俗演义》，实是嘉靖本。



倒是应该进行更深入一些的研究。
大家知道，明朝初年在进行国家制度设计和权力安排时，朱元璋采用了权力集中和政治高压的两手

策略，后来在大兴党狱的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明代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集权的一个时

代。《大明律》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

一百; 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①洪

武二十二年( 1389) 三月二十五日榜文云:“在京军民人等，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 娼优演剧，除神仙、义
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 下棋、打双陆的，断

手; 蹴圆的，卸脚。”②这并非只是纸面上的恫吓，明初的统治者确实在认真地执行，例子不胜枚举。永乐

九年( 1411) 七月初一朝廷颁布榜文:

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

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③

如果说洪武时的限制主要是针对演出者，永乐时已经对杂剧剧本的“收藏、传诵、印卖”者下手了，

其严酷程度显然超过以往。不可想象，在这样的政治高压和文化禁锢的环境下，朝廷会允许通俗小说的

产生和传播，更别提有朝廷机构来刊刻通俗小说了。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明宣宗宣德时期( 1426—1435) 出现了所谓的“太平治世”。宣宗“励精

图治，( 杨) 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冬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幸西苑

万岁山，清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④。然而，政治的稳定并没

有带来文学的繁荣，文学仍然在惯性的轨道上运行。诗文领域是以“三杨”( 杨士奇、杨荣、杨溥) 为代表

的“台阁体”充斥文坛。而戏曲领域则是以朱权( 1378—1448) 、朱有燉等为主导的忠孝节义剧和神仙道

化剧。不过，政治文化环境比起明前期的政治文化专制已经有所不同。人们开始敢于提出自己的思想，

愿意抒发自己的情感，而非像前期那样战战兢兢，诚惶诚恐。从英宗正统( 1436—1449) 开始，明朝进入

动荡时期。皇帝昏庸，宦官专权，奸臣擅政，吏治腐败，朝廷出现难以驾驭的复杂局面。英宗宠任宦官王

振，宪宗重用宦官汪直，到武宗专任宦官刘瑾，政治腐朽达于极点。社会矛盾也空前尖锐，起义抗争此伏

彼起。朝政腐朽和社会动乱的直接后果是统治者的公信力遭到普遍质疑和社会控制力的丧失，社会思

想开始活跃起来，文化生活也呈现与前期不同的面貌。“吴中四才子”、“前七子”等文学流派和“阳明心

学”即在此时发生，客观上起到了解除思想禁锢和强化自我意识的作用。
就文学消费而言，明代中期也出现了与以前很不相同的特点。书籍的刊刻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视

点。明初的出版政策仍然沿袭元代，书籍的印刷由官府控制。到了明中期，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陆容

在《菽园杂记》中谈到书籍刊刻情况时说:

古人书籍，多无印本，皆自钞录。闻《五经》印版，自冯道始，今学者蒙其泽多矣。国初书版，惟

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
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右文之象，愈隆于前已。但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

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

志占毕，而不得一见者多矣。尝爱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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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御制大明律》，明洪武三十年( 1397) 五月刊本。
董含撰，致之校点:《三冈识略》卷 1“本朝立法宽大”条引，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4 页。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 10“国初榜文”，北京: 中华书局，1987 年，第 347—348 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 148《杨士奇传》，第 4 册，北京: 中华书局，2000 年，第 2748 页。其实，宣德后期，社会矛盾

已经开始激化，宣德九年( 1433) 就有贵州乌罗蛮、宜山蛮和四川民起事，而江西夏旭的起义更是牵动朝野的大事件。



弊，而莫有议之者，无乃以其近于不厚欤。①

陆容生于正统元年( 1436) ，死于弘治七年，他所说的“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士大夫大量刻印“无

益”之书，正是起始于成化年间( 1465—1487) 。这是他亲眼所见的事实，当然可信。成化年间出现了士

大夫私人刻书和官府间相互馈赠所刻图书的现象，而且这些刻书活动不再受朝廷限制，所刻图书也不是

传统文化最为重视的那些图书，因而遭到陆容这样的有传统思想的官吏的不满。应该承认，成化时期的

士大夫印刷的图书虽然不以盈利为目的，但却显然有通过图书谋求个人利益的考量。思想的解放，士人

的奔竞，文化生活的日益活跃，不仅会刺激文人的创造热情，无疑也会刺激通俗文学的发展。在官员的

带动下，民间刻书活动也开始活跃，通俗文学的整理刊刻也出现了，最直接的证据就是 1967 年在上海嘉

定县的一个明代墓穴中发现的 17 种成化七年至十四年( 1471—1478 ) 北京永顺堂刊印的附有插图的

“说唱词话”②以及 1 种南戏《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北京永顺堂在成化年间刊刻的词话中有花关索说唱词话 4 种，为《三国志平话》之外的又一系关于

三国的民间传说，包括前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后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认父

传》、续集《新编足本花关索下西川传》、别集《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贬云南传》，总名《新编全相说唱

足本花关索传》。据研究，这些“说唱词话”刊本是墓主人宣昶妻子的随葬品③。宣昶曾于成化年间领乡

荐选惠州府( 今广州惠州市) 同知，后荐补西安府( 今陕西西安市) 同知，无论其家乡嘉定还是任所惠州、
西安都距北京有千里之遥，可是他们照样能读到北京出版的新书，说明此类书籍流通范围之广。宣昶妻

子死后还要用这些唱本陪葬，可见当时人们对通俗文学的喜好。说唱词话《花关索传》完全是民间的三

国故事，风格简朴粗犷，篇幅也较小，总计 4 万多字。末有“成化戊戌仲春永顺书堂重刊”的长方木记，

“成化戊戌”即成化十四年( 1478) 。既云“重刊”，当有初刊本。或以为重刊本上图下文，风格绝类元至

治( 1321—1323) 间所刊《全相平话五种》，很可能是据元刊本翻刻。事实若果真如此，那么，成化年间刊

行的这些词话就可能主要不是创作而是整理，即对宋元以来的说唱文本的整理。然而，即使是整理，其

意义仍然不可忽视，因为它接续了本来甚有成就的宋元说唱艺术，同时让其以文本形式呈现从而提供给

读者阅读，这便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借鉴。既然成化时期的书商们已经开始注

意刊刻通俗文学作品，如果当时确有一部《三国志演义》的抄本在流传，相信书商们不会不予重视而不

斥资刊刻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240 节，近 90 万字，其写作风格与说唱词话《花关索传》风格迥异。据蒋大器

《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

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

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很自然让人联想到其编写者是要

矫正《花关索传》之类说唱词话的“鄙谬”。他不会是书会才人，而应该是有一定历史知识的下层知识分

子。那么，是什么力量激励他来编写这部小说的呢? 他编写这部小说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不妨从

社会背景和编写条件两方面作些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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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陆容撰，佚之点校:《菽园杂记》卷 10，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28—129 页。
出土的北京永顺堂成化年间刊印唱本共 12 册，除 1 册为南戏外，其他 11 册有多少种说唱词话，各家计数不一。

一说有 17 种。即第 1 册总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是花关索的系统故事，但它分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 4 部

分，且各有名目，故可算做 4 种; 第 3 册《新刊全相说唱包待制出身传》后面附有《新刊全相说唱包龙图陈州粜米传》、《新

刊全相说唱足本仁宗认母传》2 种，且故事不相连续，各有名目，故应该算做 3 种; 第 9 册《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元

十五夜看灯传》分上、下集，下集另有名目为《包龙图断赵皇亲孙文仪公案传》，可以算做 2 种; 其余每册 1 种。一说只 13
种。即按其性质分，“花关索说唱词话”4 种总名《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传》，可算 1 种;《全相说唱师官受妻刘都赛上

元十五夜看灯传》下集名为《包龙图断赵皇亲孙文仪公案传》，但上下集是连续的一个故事，也可算做 1 种。
参见赵景深:《谈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前文已经说明，明初不具备诞生《三国志演义》的政治条件和文化环境，没有作者会冒巨大的政治

风险和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来编辑这样的长篇通俗小说，且长篇通俗小说的文学技术也没有成熟到如

此程度，因而没有任何明前期文献支持明初有《三国志演义》版本( 稿本、抄本或刊本) 流传的结论。然

而，到了弘治年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弘治五年壬子( 1492 ) 五月，内阁大学士邱濬( 1420? —1495 ) 在

《请访求遗书奏》中提出:

臣请敕内阁将考校见有书籍备细开具目录，付礼部抄誊，分送两直隶、十三布政司，提督学校宪

臣，榜示该管地方官吏军民之家，与凡官府学校寺观并书坊书铺，收藏古今经史子集，下至阴阳艺

术、稗官小说等项文书，不分旧板新刻及抄本未刻者，系内阁开去目录无有者，及虽有而不全者，许

一月以里送官。其有王府处启知借录，多方差人询访，设法搜求，期于尽获无遗。仰所在有司将各

处赃罚纸札，并给官钱借办笔墨之费，分散各处儒学生员誊写，惟取成字，不拘工拙，但不许潦草失

真。就令各学教官校对既毕，以原本归主，不许损坏不还。其所得书目先行开具，陆续进呈，通行各

处，互相质对，中间有重复者止令一处抄录，录毕装成卷帙，具本差人类解赴京。①

孝宗诏准此奏，全国范围内搜求朝廷所未藏书籍的活动就此展开，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清理征集

活动，“稗官小说”赫然在列。可以合理推断，弘治七年甲寅( 1494) 蒋大器所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应

该就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收获之一。即是说，浙江金华人蒋大器向朝廷进献了这部他作序的《三国志通俗

演义》，一方面自然是响应朝廷号召，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有所收获，被朝廷认可的奇书秘籍自然是会

获得奖赏的。宋、元以来，江浙已然成为图书的渊薮，朝廷征书也会将目光瞄准江浙，此次征书当不会

例外。
然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毕竟是通俗小说，此前朝廷一直严禁，这次朝廷是否宽容和重视尚未可

知，所以蒋大器的献书实际上是一种试探行为，即使《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他本人所编撰，他也不会直接

署名，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以史传为主融入民间传说而成，大可托以他人。因此，作品署名“晋平阳侯陈寿

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可进可退。需要指出的是，从作品署名来看，蒋大器文化

功底并不太深，陈寿并未封平阳侯。《晋书》本传说他“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后“除著作郎，领本郡

中正”②，迁长广太守、授御史治书，皆不就。《华阳国志》小传载其“出为平阳侯相”③，他本人上晋武帝

奏章自署“平阳侯相臣陈寿”④，当以自署为准。“平阳侯相”相当于“平阳令”，仅是平阳侯的属官。小

说署“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实在错得太远，而“后学罗本贯中”也许是个托名。蒋在《序》中说“前代尝以

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全相说

唱足本花关索传》，其三国故事的确是“以野史作为评话”，说它们“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并不为过。
《三国志通俗演义》明显针对此书而作，史传化、文人化的色彩转浓，但又照顾到通俗的需求。蒋《序》明

确说明本书是对陈寿《三国志》的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几句，准确地

概括了这部作品的主要艺术特色。而所谓“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恐怕只是虚张声势之

言。事实若果真如此，当时应该有抄本传世; 即使原抄本已经亡佚，也应该有人有所记载。可惜至今为

止，既没有发现嘉靖前的任何抄本，也不见弘治、嘉靖时期有他人记载。应该承认，抄写近 90 万字的通

俗小说绝非易事。如果此书是进献朝廷之作，在朝廷没有表态之前，或者说在编写者还没有得到预期收

益之前，恐怕也不会让人随便转抄。尤其是将此书放在明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小说发展自

身规律来考察，就更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等正史多有捍格，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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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邱濬:《重编琼台稿》卷 7《请访求遗书奏》，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 46 题为《隆重图书疏》，《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第 597 册，第 861 页。
③ 陈寿:《三国志》，北京: 线装书局，2006 年，第 573，572 页。

见《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附陈寿上表。平阳侯是县侯，仅食禄，不治县，由其属官“平阳侯相”治理，故“平

阳侯相”相当于“平阳县令”。陈寿:《三国志》，第 363 页。



俗小说在当时还没受到太大重视，此书进献以后，也就泥牛入海，未能产生社会影响，蒋大器也未能得到

期望的奖赏。只有这样推理，才能较好地解释何以弘治七年甲寅( 1494) 已经成书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要到嘉靖元年壬午才被刊刻，而且刊刻的机构竟然首先是朝廷司礼监。因为此书送达朝廷会有一个过

程，而朝廷清理图书也有一个过程，加上朝廷刊刻通俗小说并非成例而是创举，刊刻本身也需时日; 司礼

监是最有可能获得这些新奇有趣而其他部门又不敢贸然刊刻的通俗演义的，它们又有经济能力和社会

资源来刊刻这部近 90 万字的通俗小说，种种原因，造成了这部小说只能在嘉靖元年壬午( 1522) 这一特

定时间刊刻流传的特殊现象。这既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不幸，也是它的万幸!

如果上述推论可以成立，那么，修髯子张尚德则极有可能是负责整理并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

“经厂”官员，他于嘉靖壬午撰写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引》，由司礼监将此书刊刻面世。张尚德所称“此编

非直口耳资，万古纲常期振复”，大概是“经厂”刊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内珰和朝中贵胄的猎奇以及

将其作为休闲之资恐怕也是其重要原因。接着，朝廷都察院、武定侯郭勋( ? —1542) 也刊刻了《三国志

演义》①，“世人视若官书”②。这便极大地刺激了通俗小说尤其是长篇通俗小说的发展，中国长篇通俗小

说的创作和传播从此出现繁荣昌盛的新局面，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就这样到来了。

【责任编辑: 张慕华; 责任校对: 张慕华，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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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晁瑮《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三国通俗演义》，注明为“武定板”。晁瑮( 1506—1576 ) 为嘉靖二十年

( 1541) 进士，他所著录的是武定侯郭勋家刻本，也刊刻于嘉靖时期。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年，第 6 页。


